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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7101885]摘要：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科普奖励在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卡林加科普奖被誉为科普领域的“诺贝尔奖”，是最具权威性的科普国际奖励。本文从国别特征、职业和教育背景、学科特征、科普贡献和科普媒介变迁过程等方面分析了自设奖以来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人物特征及评奖机制。研究发现：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收入标准，高收入国家比非高收入国家的获奖者仅多2位，国别分布相对平均；各国科学家占总获奖者人数的78%，其中院士占比36%，诺奖得主占比约10%，但出版者、政客、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其他职业的占比也高达22%，获奖者的学科分布与特定时期的科技热点密切相关，跨学科背景更容易获奖。科普媒介演化呈现出“纸媒-纸媒为主-广电为主-多媒体和机构融合”的演化趋势。本研究进一步归纳了卡林加科普奖的评奖机制，为中国相关部门和组织推动科普奖励政策改革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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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inners and Award Mechanism of UNESCO Kalinga Priz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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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s important as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national progress.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ward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underdeveloped in Chinese science research evaluation system. UNESCO Kalinga Prize is known as the “Nobel Prize” in the domai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eatures of the laureates of UNESCO Kalinga Prize and its award mechanism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alinga Prize in terms of national features, position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sciplinary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contribution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laureates and the changes proc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edium. The study found that only two more laureates of high-income economy than non-high-income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income standard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is relatively even; scientis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ccount for 78% of the total laureates, of which academicians account for 36%, the Nobel Prize laureates account for about 10%, but other professions, such as publishers, politicians and TV program hosts account for 22%. The discipline distribution of laureates is related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otpots in the specific period,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of candidates are more likely to win the prize.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media presents an evolutionary trend of “paper media to paper-based media to radio and television-based media to multimedia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media”. Finally, we further summarized the award mechanism of Kalinga Prize and proposed advices for China’s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promote policy reform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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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48719733]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普工作的重要精神指出，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战略定位[1]。科学知识普及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是提升社会创新氛围的重要着力点，高质量科普能够有效服务于科技强国建设[2]。设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普奖正是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关键实现路径之一，是激励科学家个体和科学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科普事业建设的正向机制。2020年，中国科协首次设立了“科普中国最高荣誉奖”，授予2020年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张伯礼和李兰娟，是我国科普奖励制度纳入科技奖励体系的开端之举[3]。科学普及作为一项社会公众参与创新的基础性工作，在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倡导科学方法中起到核心作用[4]。科普工作对消解科技谣言，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和促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有广泛的“地基”性作用[5, 6]。科普奖励则是科普事业推进的“加速器”，能够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科普热情，提升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最终提升公民整体的科学素养。这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卡林加科普奖被誉为“科普领域的诺贝尔奖”，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科普奖[7]。该奖的设奖目标在于提升公众参与和理解科学的能力，提升国家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并为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科学的认识和资料[8]。卡林加科普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设立，1952年首次颁奖，至今有超过七十年的时间跨度，获奖人员的人物特征丰富，涵盖诺贝尔奖得主、博物馆馆长等各类科普事业的推进者，在世界各国的科技奖励制度中都有极高的认可度。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中，不仅包括广大科技工作者，还包括作家、编辑、音视频节目及电影制作人。这些获奖者面向公众提供了丰富的科普作品或者科普资源，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发展[9]。
相较之下，我国的科普奖励在整个科技奖励制度体系中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纵观七十年的卡林加科普奖得主，中国也仅仅一人获选。本文整理了自1952年颁奖以来所有获奖人物的数据资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励评选资料，从年龄性别特征、国别分布、职业和教育背景、学科分布和科普贡献、科普媒介变迁等角度全面展示了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人物特征，进而阐释了奖励评选的机制，并反思中国现有科普奖励的奖种设置、评价和国际联动的问题，为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科普奖和提升中国科技人员获选世界级科普奖的评选优势提供有益启示。
1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人物特征
1.1数据搜集及获奖概要
本文搜集了自1952年首次授奖至2024年获奖的所有联合国卡林加奖得主的资料以及卡林加奖评奖机制相关的研究资料。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的科普奖励板块中的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人物基本信息；（2）卡林加信托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中的奖励获奖评选资料；（3）获奖人物所在机构、研究团队及相关出版资料。研究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截至2024年，共有72人获得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10]。首先，该奖项的颁奖频率较为稳定：1952-2005年，除1973和1975年尚未颁奖之外，每年都会授奖一次；2006-2008年，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章程修订和财务准则改革，停止授奖；2009年之后，卡林加奖正式更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奖。第二，该奖项的单次获奖人数在早期授奖时为1人，直到1972年菲利普·艾贝尔森（Phillp Abelson）和尼格尔·卡尔德（Nigel Calder）共同获得该奖后，单次授奖人数开始放宽到2人。自设奖至今，共有12次获奖由两人共同获得，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80、90年代全球科技迅速发展和变革时期。
1.2 获奖年龄和性别分析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性别及年龄分布如图1和图2所示。获奖者的性别分布特征如下：第一，卡林加科普奖的男性获奖者达66人，占比92%；女性获奖者为6人，占
比8%。男性获奖者在科普工作上发挥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这很可能与男性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数也占据主导地位相关。第二，1990年之后有5位女性科普工作者获奖，但在2009年颁奖频次改为两年一次以后明显女性获奖的频率有所降低。获奖者的年龄分布特征如下：第一，获奖者平均获奖年龄为61岁，年龄最大的获奖者为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83岁），最年轻的获奖者为尼格尔·卡尔德（41岁）和彼得·奥克布科拉（Peter Okebukola，41岁）。第二，男性获奖者年龄集中于50-70年龄段，具体为：50-54岁有12人、55-59岁有13人、60-64岁有9人、65-69岁有12人，50-70年龄段共46人，占总人数的65%。第三，女性获奖人数较少，首位女性获奖者是1970年获奖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69岁）。1990年之后的女性得主平均年龄为54.8岁，女性获奖者年龄呈现出相对更加年轻化的趋势。第四，科学普及是一项历史较长的工作，科普工作的成效不会立即发生，而是会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显现其积极的意义，而卡林加奖得主的年龄分布也印证了这一点，获奖者大多分布在50-70岁之间，从科普投入到科普工作到获得认可通常要历经20-40年的时间。

图1 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性别及年龄分布（1952-2024）



图2 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年龄段人数分布（1952-2024）


1.3 获奖者的国别分布
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国别分布如表1和图3所示。首先，居于卡林加奖获奖者人数前三的国家依次为英国、美国和法国，人数和占比分别为10人（14%）、8人（11%）和7人（10%）。第二，参考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标准划分，有37位获奖者来自高收入国家、35位获奖者来自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第三，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获奖人数均为5人，占比7%。卡林加科普奖的设立最早起源于印度，说明印度在科普工作中的重视。在金砖国家中，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获奖人数也都位居前列，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科学知识普及上的整体优势。第四，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数量呈现出“非高收入国家上升，高收入国家下降”的趋势。在1980年之前获奖者主要是来自高收入国家；1991年以后，非高收入国家的获奖人数开始超越高收入国家的获奖人数。尽管2000-2010年间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革，获奖人数整体下降，直到2010年之后才再次上升，但非高收入国家的获奖者仍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
从上述获奖人数的趋势变化可知，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的进步。科技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而科学知识普及也不仅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在诸如印度、巴西[11]、墨西哥等诸多发展中国家中也受到重视。科普作为全社会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工作，成为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发达国家凭借在科技上的领先优势，推动全民科普的过程中更占优势。然而，截至2024年，中国在卡林加科普奖获奖上仍然只有李象益[12]教授一人，这与中国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相匹配，但也确实反映出中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传播人员在科普领域的贡献不够突出，缺乏足够的国际影响力。
表1 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的国别分布（1952-2024）
	序号
	国别
	人数
	经济收入国别

	1
	英国
	10
	高收入国家

	2
	美国
	8
	高收入国家

	3
	法国
	7
	高收入国家

	4
	印度
	5
	中低收入国家

	5
	巴西
	5
	中高收入国家

	6
	墨西哥
	5
	中高收入国家

	7
	委内瑞拉
	4
	中高收入国家

	8
	俄罗斯（前苏联）
	4
	中高收入国家

	9
	巴基斯坦
	2
	中低收入国家

	10
	德国
	2
	高收入国家

	11
	意大利
	2
	高收入国家

	12
	加拿大
	2
	高收入国家

	13
	阿根廷
	1
	较高收入国家

	14
	亚美尼亚
	1
	较高收入国家

	15
	俄罗斯
	1
	较高收入国家

	16
	澳大利亚
	1
	高收入国家

	17
	奥地利
	1
	高收入国家

	18
	孟加拉国
	1
	中低收入国家

	19
	比利时
	1
	高收入国家

	20
	捷克共和国
	1
	高收入国家

	21
	芬兰
	1
	高收入国家

	22
	埃及
	1
	中低收入国家

	23
	加纳
	1
	中低收入国家

	24
	罗马尼亚
	1
	高收入国家

	25
	尼日利亚
	1
	中低收入国家

	26
	菲律宾
	1
	中低收入国家

	27
	越南
	1
	中低收入国家

	28
	中国
	1
	较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相关资料整理后由作者自制

图3 基于国家收入分类的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的国别数量变化（1952-2024）

1.4获奖者的职业和教育背景
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的学术背景以科学家为主，但是科学家之外的职业占比也相当大。首先，以职业类型为分类，在72位获奖者中，56位是科学家（占比78%），16位则是出版商、政客、电视节目主持人等职业（占比22%）。这也反映出科普工作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高度依赖和科学知识传播的多来源性，非科学家职业人员也同样能够发挥科普作用。第二，以学历背景为划分，具有博士学位的获奖者为47位，本科和硕士学位的获奖者为16人，其他学历水平的为9人，获奖者中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第三，各国的院士专家共计27人，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印度科学院院士等。第四，获奖者的母校大多数是世界老牌名校，其中毕业于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获奖者居前三位。这些高校都具有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在培养学生过程中普遍重视社会和社区服务，相当一部分的获奖者在读博士期间通过论文发表和专著促进了科普事业的发展。第五，从获奖者博士毕业高校的国家分布来看，32人毕业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高校，如表2所示。这些国家都具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汇聚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整体社会学习的氛围较浓厚。第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获奖者具有相似的工作经历和成长过程。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为例，4位来自墨西哥的获奖者都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任教，其中三位在其科学传播中心有过任职经历，该校设立了专门的科学传播机构为科学知识普及提供了机构支持[13]。又如一些高校的科研实验室、校史馆和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促进科学知识普及，通过联系社区和中小学定期举办科普活动，这些都是成就卡林加科普获奖者的关键平台[14]。
表2 卡林加获奖者最高学历毕业院校人数较多的前九名院校统计（1951-2024）
	序号
	获奖者毕业院校
	人数
	国家

	1
	剑桥大学
	6
	英国

	2
	巴黎大学
	4
	法国

	3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4
	墨西哥

	4
	莫斯科国立大学
	3
	俄罗斯

	5
	牛津大学
	3
	英国

	6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2
	法国

	7
	巴西大学
	2
	巴西

	8
	哥伦比亚大学
	2
	美国

	9
	麻省理工学院
	2
	美国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相关资料整理后由作者自制
1.5 获奖者的学科特征
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中科学家职业的共56人，其中51人来自自然科学学科，仅5人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以物理和生命科学领域的获奖者人数最多，分别为20人和16人。学科领域分布特征反映出世界科技热点变化和科学发展的核心议题更迭。人类对自然的探索是科普领域的热点问题，上至宇宙天体的运动，下至动物、人类、胚胎等领域。由于社会科学的个体差异性、社会多样性和社会科学逻辑的复杂性，社会科学知识在科普工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第二，获奖者的学科特征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和阶段性，与特定时期的科技发展热点方向紧密相联。物理和生命科学在各个时间跨度上都有一定数量的获奖者。而在1971-1980和1991-2000年间物理领域获奖的人数最多，1981-1990和1952-1960年间生命科学获奖的人数最多。在此期间，以天体物理学和核物理学为代表的物理学领域是世界科技强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与之相关的有美国政府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以胚胎学、动物学、遗传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与之相关的有“人类基因组计划”等。这些重要的国际和国家计划对相关领域的科普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当时基本知识匮乏和传播渠道单一的情形下，围绕宇宙大爆炸的讨论和探索生物自身奥秘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求。第三，跨学科学术背景似乎更有利于获得卡林加科普奖。20世纪中期，基础学科的高速发展和学科交叉的深入，许多交叉学科逐渐形成了“大科学范式”，研究边界模糊、研究难度大和高政府和社会依赖的学科更容易产出高质量的成果[15]。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出现是其最好的例证。不同学科的交叉不仅产生了新的论点也更能够激起大众的好奇。大多数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也都是具有跨学科背景的科普专家。例如，伯特兰·罗素在哲学、数学、逻辑学、文学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16]。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也涉足哲学、文学等领域，并作为《人权宣言》签署人之一积极参与政治事务[17]。剑桥大学理论天文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二战时期服役研究雷达，退役后从事天文学研究，并持续研究“大爆炸”范式的弱点，同时从事科普写作事业，著有《离太阳只有七步》、《太空序曲》等科普著作[18]。又如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却以倡导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闻名世界[19]，奥斯瓦尔多·弗罗塔·佩索阿（Oswaldo Frota-Pessoa）曾就读于自然史专业，取得了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终从事于遗传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20]。跨学科的经历不仅能够丰富科普者自身的科学素养还能够保持一个开阔的眼界，能够抓住科普的前沿与热点，并将科普与人类发展相联系。
2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得主科普贡献及媒介分析
2.1获奖者的科普贡献
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得者在下列四个方面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首先，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者中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是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伯特兰·罗素,卡尔·冯·弗里希（Karil von Frisch）,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乔治·波特（George Poter）,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尼古拉·波索夫（Nicolai Basov），这将激励诺贝尔奖得主等世界顶尖科学家的科学知识分享热情，将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接受的知识形式。比如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被誉为器官移植学之父，主要通过著作开展通识科学知识传播，代表性科普著作有《独特的个人》、《艺术的可溶性》、《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从亚里士多德到动物园》等[21]。第二，不少卡林加获奖者构建起国家级与国际科普奖励体系联动机制。成为系统化推进科普事业发展的发起者。以南美洲为例[22]，卡林加科普奖得主多数都获得过何塞·雷斯科学传播奖。这里既包括何塞·雷斯科学传播奖的命名创始人，包括何塞·雷斯（Jose Reis）、奥斯瓦尔多·弗罗塔·佩索阿、恩斯特·汉伯格（Ernst W. Hamburger）等巴西获奖者。何塞·雷斯还创办了巴西科学促进协会，完善了南美科普事业的科普奖励体系和组织架构。恩斯特·汉伯格推动了巴西学校教育的改革，增加了大量的科普教育活动，推动科普教育进校园[23]。第三，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开创了科学知识传播的组织，形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科普报刊，推动了科普事业从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的个人兴趣转向有组织的科普系统。拉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vitch）推动了《原子科学家公报》的出版，推动了国际科学家间的合作[24]；路易斯·埃斯特拉达·马丁内斯（Luis Estrada Martinez）创办《费斯卡》科普期刊；乔治·波特成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等，通过开办杂志和建立组织机构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让公众能够更容易地获取通识性科学知识。路易斯·埃斯特拉达·马丁内斯、乔治·弗洛雷斯·巴尔德斯（Jorge Flores Valdes）、朱丽叶塔·诺玛·菲耶罗·戈斯曼（Julieta Fieero Gossman）都曾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科学传播中心主任，以学校为依托开展科学知识普及活动。第四，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对所在国家在某个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普及有突出贡献。如简·罗斯丹（Jean Rostand）向法国公众科普了遗传学、胚胎学等生物知识，为法国人民理解遗传和胚胎之谜产生了关键性影响；阿卜杜拉·穆蒂·沙拉夫丁（Abdullah AI Muti Sharafuddin）促进了孟加拉国的科学教育，使孟加拉国人民能够获得先进的科学知识；埃米尔·萨姆森·加布里埃利安（Emil Gabrielian）利用自身的专业促进了亚美尼亚科学和医学的发展。
卡林加科普奖获奖者的科普贡献不仅在于这些专家对本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而且对全社会弘扬科学知识学习氛围，并且构建本国与全球在科普奖励体系的制度衔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由此产生的许多科普作品也跨越了国界，成为世界科技知识普及的经典佳作。这些获奖者是科普人员的排头兵，在推动全球科技进步和人类科学认知上有突出贡献，不仅实现了在自身研究或者专业领域的知识突破，而且提出了许多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命题。
2.2获奖者的科普媒介变迁
科普媒介的作用在于承载科学知识传播。卡林加科普奖得主的科普媒介能够反映出科普的传播方式转变，为选择合适的科普方式提供了学习的空间。这里对获奖者颁奖词中明确提出的科普载体形式的语句进行分析，呈现了科普传播媒介的时代变迁。根据科普传播主要媒介的变化将变迁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年-1963年）是纸媒传播时代。朱利安·赫胥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推动了教科文组织对科普事业的关注。早期的科普传播以著作和文章作为主要的载体，产出了许多经典的科普著作和文章，也反映出科普传播的个体自发性，主要取决于科学知识专家的个人兴趣爱好。沃尔德马·肯普佛特（Waldemar Kaempffert）、杰拉德·皮埃尔（Gerard Piel）都曾任职于科普周刊《科学美国人》的编辑，乔治·伽莫夫的《汤普金斯先生》系列丛书具有极高的科普价值，里奇·卡尔德（Ritchie Calder）和拉宾诺维奇都是重要科普杂志《新闻纪事报》《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和创始人。第二阶段（1964年-1974年）则呈现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交叉出现的萌芽期。1964年在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的颁奖词中首次出现以广播和电视节目等立体媒体作为科普的传播媒介，反映出人类科学知识的学习方式正在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保罗·库代克（Paul Couderc）、弗雷德·霍伊尔都是通过讲座、电视等新媒体方式开展科学知识传播活动。但《科学》期刊的发行量剧增和何塞·雷斯创办《费斯卡》杂志也反映出纸质媒体仍然是科学传播的主流。尤其是巴西为了纪念何塞·雷斯在科普上的突出贡献，设立了何塞·雷斯科学传播奖。第三阶段（1975年-1993年）则呈现出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占主导的科普阶段。费尔南德·赛金（Ferrnand Seguin）、霍伊马尔·冯·迪特福（Homimar von Ditfurth）、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大卫·铃木（David Suzuki）、皮耶罗·安吉拉（Piero Angela）的科普传播媒介都是广播电视媒体，这一时期涌现出《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耳熟能详的自然纪录片科普作品，以通俗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了动物的类目、习性等科学知识。大卫·爱登堡也因这些作品被称为自然纪录片之父。此外，皮耶罗·安吉拉的代表作《夸克》系列纪录片将复杂的科学知识趣味化，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意大利科普作品。第四阶段（1994-2023）是多媒介科普阶段，以场馆科普载体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恩尼奥·凯多蒂（Ennio Candotti）、李象益、让·奥杜兹（Jean Audouze）、杰特·贝尔托莱蒂（Jeter Jorge Bertoletti）、埃里克·杰奎明（Erik Jacquemyn）、恩斯特·汉伯格。这些得主都曾担任过知名博物馆或科技馆的馆长职务。朱丽叶塔·诺玛·菲耶罗·戈斯曼（Julieta Fieero Gossman）、安娜·玛利亚·塞托（Ana María Cetto）依托墨西哥的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和光之博物馆来进行科普活动。此外，玛丽安·埃乌拉玛·阿迪（Marian Ewurama Addy）、雷吉娜·洛佩兹（Regina Lopez）两位杰出的女性得主则借助社会地位制定科普政策，设立奖学金促进本国的科普事业发展。
从获奖者科普媒体变迁可知，近七十年世界范围内的科普形式呈现出三大趋势：首先，科普形式从传统的纸质媒体发展到纸媒和电子化媒体并行的时代，新兴媒体的传播效率更高，传播成本更低，公众的可获得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加广泛[25]。第二，科普传播从以科学家和科技爱好者个体兴趣爱好发展为更加系统化开展科普活动的科普组织，科普活动的集聚性水平不断提高，科普的质量效果不断提升。以博物馆、图书馆、科学中心为代表的科普活动表现为展览、讲座和语言交流等形式。第三，院士级科学家和专业科技传播工作者最容易成为科普传播的中心人物[26]。在72位获奖者中，院士占28人，有电视作品或者有电视台工作经历达26人，学术期刊和科普期刊编辑20人。在获得卡林加科普奖的院士中，大多数是评为院士之后获得的卡林加科普奖，这反映出社会公众更加相信权威专家传播的科学知识，科普工作更需要权威专家的智力支持[27]。

图4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评选的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由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相关资料整理后由作者自制

3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评选机制及对中国科普奖励改革的政策建议
3.1 卡林加科普奖的评选机制
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资金由卡林加信托基金会、印度奥里萨邦和印度政府的科技部门资助。印度科技部还为卡林加奖得主提供了“卡林加主席”的职位。尽管印度对卡林加奖的影响较大，但是目前卡林加科普奖已经完全纳入联合国奖励体系之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负责和做出评奖的最终决定。卡林加科普奖的评选运行机制如图4所示。
卡林加科普奖的评议小组由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组成，人员分布考虑了地域，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其中一名为卡林加信托基金会推荐人员。同时，总干事还会指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协助评议。卡林加科普奖的评议人员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会回避存在潜在利益和相关国籍人员，评选的全程专家不见面。提名候选人主要由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出，不接受个人自荐，提名材料重视候选人的科学成就、科普贡献和科普工作的方式。被提名者应该对于科学普及具有重大贡献，该奖项会授予个人、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申请者不必具有科学学位，且该奖项不奖励研究、大学中的教学以及正式教育机构的课程发展[28]。该奖励的评选结果最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决定，并在评奖当年的世界科学日（11月10日）授予获奖者，获奖者将得到14000英镑的奖励，并将被邀请到印度开展科学文化交流。卡林加奖的评审机制较为客观，将评选重点在于科普工作的贡献，不受其他方面贡献的影响。
3.2 对中国科普奖励改革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科普奖设置起步较晚，目前尚缺乏一套完整的科普奖励体系[29]。首先，科普奖励与政府科技奖之间的受重视程度还有很大差距，这也造成了科研人员在科普工作上投入和付出缺乏相应地回报和认可。第二，以设奖主体为分类，科普奖励主要是由中国科协和地方科协组织设立，以科技部或者其他国家相关科技部门颁布的政府科普奖较少，地方性科普奖励较为混杂，缺乏层次。第三，以基金会为主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普奖逐渐兴起，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士其科普奖、梁希科普奖、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神内基金农机推广奖、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世界华人科普奖，但这些奖励普遍口径较窄，局限在少数领域。加快构建中国科普奖励体系，是落实“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的重要策略。本文基于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获奖人物特征及评奖机制分析，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1）加快构建与国际联动的科普奖励体系。首先，应加快建立国内科普奖励的体系结构。2023年国家首次设立国家级科普奖励，突破了科普领域缺乏国家奖的发展约束。但在评选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评选机制的公平公正公开性，确保获奖者有明确的科普绩效，不盲目将科普奖等同于科学技术奖。增强国家级科普奖励与地方科普奖励、行业领域特色型科普奖的联动性，增强国内科普奖励体系的内在联动，促进科普奖励设置的差异化。第二，应重视科普奖励候选人的多样化设计。全方位地考虑参与科普奖的候选人提名，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的工作者参与评选，鼓励科普节目制作人、科普杂志编辑、科普艺术家等多种人群有机会参与到科普奖的评选；应加强对院士专家、科学家及科技传播工作者的科普引导，鼓励专家在所在领域开展科普活动和出版科普作品，增强科学知识普及的权威性和准确性。第三，应重视培养国内科普专家参与国际科普奖竞选的竞争力。加强国内科普专家队伍体系建设，推动科普资源的制作能力和创作效果，挖掘科普资源传播过程各个环节中的专业人才，凸显中国科普人才的科学知识传播特色，建立一套满足中国科普需求的科普人才库，为推选国际科普奖候选人提供切实有效的科普贡献支持。
（2）提升科普奖励在科技评价体系中的地位。首先，应增强科普奖励在科技人员评价中的权重，将代表性的科普成果和代表性的科研成果贡献合理配比，增强科研人员对科普的关注和热情，激励广大基层科技工作者将科普作为一项长期投入的事业，在科研绩效评价、职称评聘和项目申报时都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二，应将科普奖励作为科研机构组织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尽管在现行的国立科研机构绩效评价中也有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科普的指标，但科普绩效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科研绩效。应响应国家对科普的新定位，将科普奖励作为激励科研机构重视科普活动的新方式，在国际和国内科普奖励认定上给予与科研奖励相当的权重，盘活科研机构的现有科普资源，发挥科研机构的社会服务职能。第三，应扩大科普奖励的申报范围建立以“科普贡献”为中心的科普奖励制度，准确区分科普贡献和科研贡献的差异，增强人文社科等相关人员参与科普的热情，有科普贡献的人文社科专业人员和科学传播工作者也能够参与科普奖励的评选。通过强化科普奖励的制度保障，突出科普奖励的科普属性和科普价值，做好科普资源建设效果的合理评价。
（3）加强与各国科普奖励相关机构的合作交流。首先，应建立与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的评选和获选交流。加强中国科协等科普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卡林加科普奖得主的交流，提升国际科普奖励机构对中国的关注，尤其是中国科普的新作品和新方式的了解。应向印度和巴西等国家学习，邀请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到中国交流合作，促进中国科普事业的国际化水平。第二，应推动中国科协和地方科协的组织机构改革，推动科普活动协调的专业化运作。从卡林加获奖者的科普历程可知，科普是一项大格局、历史长的工作，科普人员受到认可需要长期的科普工作投入，优质的科普作品有时需要长时间的传播才能产生科普成效。科普资源的专业化和系统化盘活，需要各级科协组织对科普工作的稳定投入。第三，应重视中国的院士专家、科普音视频制作人等科普影响力大的个人，鼓励抓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科普服务转型机遇，提升作品的国际化和智能化水平。当前在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发挥中国科普数字化资源的国际传播优势，提升中国科普作品的国际辨识度，补齐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短板，点亮中国科普资源国际化发展中的盲区，将最新的语音识别、虚拟现实、模型即服务、智能计算等优势技术应用到科普作品的国际化和智能化升级中，打造中国获得国际科普奖励的优势，从科普角度推动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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